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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花与梦》的悲剧内核和叙事策略 

仁青拉西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成都市，610041；lx19130431356@qq.com） 

摘  要：在文学创作的广阔领域中，乡村女性进城题材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成为反映社会变

迁与人性挣扎的重要载体。这类小说聚焦于乡村女性在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遭遇，不仅展现了个体命

运的跌宕起伏，更映射出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多层面的冲突与碰撞。本文以《花与梦》等作品为研究对象，

从悲剧性与叙事两个关键角度切入，深入探究乡村女性在进城过程中的复杂境遇，旨在揭示隐藏于文本背后

的社会现实与人性本质，为理解这一文学现象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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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花与梦》作为西藏首部由女性作家以母语创作的长篇小说，在藏族文学史上意义非凡，它填补了藏族

文学史中女性长篇叙事的空白。作家次仁央吉历经七年构思创作，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通过描绘四位农村

女性从乡土迈向城市的迁徙轨迹，真实地刻画了乡村女性进城后的命运走向，细腻勾勒出她们在梦想与现实

的激烈冲突中寻求自我救赎的精神图谱，成为观察社会转型期底层群体精神嬗变的关键文本。这部作品的独

特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物质层面生存困境的生动呈现，更在于其以藏族文化语境为深厚底色，深入挖掘女性主

体意识的觉醒过程。主人公从“心怀梦想到痛苦挣扎，从人生溃败到幡然醒悟”的命运沉浮，既是对现代化浪潮

下边缘群体生存状态的寓言式书写，也是对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碰撞的深刻反思，充分展现了文学介入社

会现实的批判力度与人文温度。 

1  《花与梦》的悲剧内核呈现 

1.1  身份困境：双重边缘人的尴尬处境 

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的“镜中我”概念指出，个体的自我观念源于与他人的交往，

是对他人评价的反映[1]。在乡村女性进城题材小说中，如《花与梦》里的卓嘎、央宗、宗西、小莉，她们作

为城市的外来者和从事世俗认为不体面工作的临时工作者，被排除在社会正常秩序之外。这种身处城市却无

法融入的处境，给她们带来了强烈的内心冲击，产生了不被认同的尴尬与焦虑，进而对城市身份产生了极度

渴望。小说中央宗被误会离开县长家时，卓嘎时髦的穿搭与狭窄阴暗的出租屋鲜明反差中，构成了物质贫困

与身份焦虑的视觉隐喻。她们虽经济实力有限，却努力遵循城里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急切渴望融入城市圈

子。小说中卓嘎生病后对于医生发自内心的羡慕可看出她所理想的城里人的身份，而她们只能在最底层的工

作中连轴转干着最脏最累的工作。自从在歌厅工作后收入明显比以前提高了，但是她们认为终究是拿不出手

不太体面的工作，她们甚至怕邻居知道她们所从事的工作而从来不跟她们打招呼且没有交集，且因晚上出去

工作被邻居称为雕鸮（猫头鹰的一种），这个称呼既可笑又可悲。她们虽生活在城市但是好像又没有被她们

的城市梦给眷顾，长此以往，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成为了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守着土地过安稳日子的农民，又不能算得上真正被城市接纳、享受城市优质资源与社会福利，完全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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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城里人的“双重边缘人”。她们在城乡之间徘徊游离，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归属，内心的孤独与迷茫与

日俱增，也进一步加剧了她们命运的悲剧色彩。 

1.2  双重枷锁：传统贞节与城市资本的合谋 

在《花与梦》所勾勒的世界中，进城的藏族乡村女性，因自身所处环境的局限，无奈地将青春的身体当

作获取生存资本的“筹码”。相较于城市知识女性，她们的命运似乎被深重的悲剧所笼罩。城市知识女性能

够获得知识的滋养，其背后必定有着基本的受教育条件支撑，至少在家庭环境与经济条件方面具备一定优越

性，这使得她们在人生道路上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然而，乡村女性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她们不仅要肩负起

因经济贫困所带来的沉重物质压力，在城市中为了微薄的收入从事着高强度、低回报的工作，生活极度艰辛;

还要默默忍受着乡村文化长期笼罩下蒙昧无知所造成的精神枷锁。在乡村文化的固有观念束缚下，她们在面

对新环境、新观念时，内心充满矛盾与挣扎，这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精神上的痛苦。因此，乡村女性常常沦为

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双重悲剧的承担者。 

乡村女性悲剧为题材的小说屡见不鲜，但在《花与梦》中关于这些女性悲剧的书写极具批判性。一方面，

在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下，乡村女性成为了时代浪潮中的牺牲品。商品经济的逐利性使得她们在城市中难以

找到立足之地，只能被迫以牺牲自身尊严的方式换取生存的可能。另一方面，尽管身处现代社会，她们却远

远未能挣脱传统贞烈观念的桎梏。传统观念中对女性行为的严苛要求，四位主人公从小成长在贞洁观念及其

浓厚的社会环境当中，而失身无疑是压倒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卓嘎在未失身之前虽然经历父亲的残疾后辍

学回归家庭承担着撑起一家的重担，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作，但是从未对此有过抱怨一直以坚强的态度面对

一地鸡毛的生活，失身后却无法消化传统贞洁观念给自己带来的压力而后沉沦。同样小说中的央宗在未失身

前对卓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很排斥，就算是换了一份又一份辛苦的工作收入微薄却心满意足，她觉得只要靠

自己双手生活就有意义生活就有盼头，并且想要攒够房租，就离开卓嘎她们的出租屋。从未想要踏入这份行

业，而失身后心理防线崩溃，开始踏入了该行业。这深刻体现了传统贞节观念与城市资本对乡村女性的双重

摧残。 

1.3  命运无奈：无法挣脱的悲剧宿命 

悲剧感正如崇高感一样，宏大壮观的形象逼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无力和微小……而在悲剧感中，这种力量

呈现为命运[2]。小说中从她们进入这份特殊行业，以花命名后就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她们的命运，就像是绚

烂夺目的花儿终将逃不过枯萎的结局，整篇小说笼罩着悲剧的宿命感。 明明她们坚强且善良美好，正值花一

样的青春，但好像跟命运跟她们开了天大的玩笑一样。总会卷入似乎早已被命运安排的轨道当中而后沉沦，

在命运面前她们是如此的微小而又脆弱。小说中有多处写到将所遇到的处境归于命运，央宗卓嘎受到侵犯后

都会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命运。正如小说里央宗说的“我们摆脱不了命运像擦不掉额头上的皱纹，怪就只能

管我天生就命不好一样。”她们生来就好像注定被命运安排在了沉沦的轨道中，卓嘎从小家中父亲遭遇重伤

后辍学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央宗从小就失去父母而后被带到城市当起了保姆却遭遇误会，小莉母亲去

世后不受继母待见，宗西虽为四人当中条件最好的一位却早恋意外怀孕后而后打胎遭受异样眼光 。尤为令人

痛心的是，卓嘎患病后，一心想要收手回乡。可命运对这个苦命人没有丝毫怜悯，她被查出重病，必须接受

手术。手术之后，卓嘎再也没能回到那片有着父母与弟弟，令她日思夜想的故土 ，徒留无尽的遗憾。在命运

的洪流中，她们渺小得微不足道，根本无力反抗。 

2  《花与梦》的叙事策略探究 

2.1  隐秘叙事声音：作者立场的微妙表达 

叙事声音是叙事作品以故事讲述所透露出的叙述人对事物的特定认识、立场观点和情感态度[3]。央宗在

描绘从事特殊职业的四位女性时，除了对她们身体物化，更多其叙事声音饱含对人性本善的笃定认识。她站

在理解与尊重的立场，打破大众对这类职业群体的刻板偏见。通过展现她们在鱼龙混杂环境中未被磨灭的美

好品质，如对央宗亲姐妹般的劝告，对生病卓嘎的悉心照顾，央宗被侵犯后对卓嘎毫无怨言且倾囊相助，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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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传达出对这些边缘女性的深切同情。她认为这些女性不应被职业标签束缚，她们有着复杂而高尚的灵魂，

花一般的年纪却承受着远超常人的压力，这是对社会不公与偏见的无声控诉，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及

对人性美好一面的赞颂。与之对比，拉先加在小说《我是羊卓雍措中的一条鱼》塑造乡村进城女性邦拉时，

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将邦拉进城动机设定为追随偶像，呈现“傻白甜”形象，反映出对女性缺乏独立思考

能力的片面认知。邦拉爱情梦碎、失去天珠并遭遇车祸离世，拉先加的叙事声音暗示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下

的无力与被动，延续了传统叙事中女性悲剧形象。例如在部分乡村女性进城小说中，男性作家倾向于将女性

描绘成依赖男性、缺乏自主意识的角色，而女性作家则更注重展现女性的坚韧与挣扎，这种叙事声音的差异

鲜明体现了不同作者的性别立场与观念。 

2.2  叙事结构：突破传统的创新呈现 

2.2.1  碎片化叙事线 

在《花与梦》里，作者果断摒弃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将每位主人公的经历拆解成零碎片段，故意不向读

者透露清晰时间脉络，读者唯有深入研读文本，反复挖掘细节，才能拼凑出完整故事时间线。起初，故事聚

焦于卓嘎，讲述她进城求职，却不幸被朋友欺骗而失身，情节到此暂告一段落。紧接着，场景瞬间转换，目

光投向在城中当保姆的央宗。央宗在宗西家辛勤工作，虽说解决了食宿问题，但始终未获报酬，还遭人误会

偷窃，无奈离开。在叙述央宗这段经历时，作者运用插叙手法穿插了过去的时间线，回溯过去，交代央宗来

到宗西家当保姆的缘由。卓嘎与央宗的故事看似毫无关联，直至卓嘎将央宗接入出租屋，她们的命运才真正

交织在一起，之后她们一同在歌厅工作。期间，作者频繁运用插叙，揭示宗西小莉卓嘎踏入特殊行业的背后

原因，最终以卓嘎病逝为整个故事画上句号。整个故事在不同人物间频繁切换，像卓嘎的经历讲完后，便开

启央宗的故事。而这样的叙事方式制造出悬念与惊喜，牢牢抓住了读者注意力。在《花与梦》中，这种叙事

方式契合故事中人物复杂多变的命运轨迹，让读者在跳跃的情节中体会命运无常。不同人物故事线交织，全

方位、多角度呈现故事背景与社会环境，使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更立体、全面。非线性叙事还给予读者更大

解读空间，鼓励读者依据自身理解与生活经验，挖掘故事深层含义，极大增强了作品的开放性与多元性 

同时，小说精心设置关键信息缺口，有力推动读者进行叙事考古。丰富了故事层次，不同时间、人物经

历相互交错，避免故事平淡无奇，为读者带来新奇且独特的阅读体验，深刻展现小说叙事结构的精巧复杂，

助力主题表达，让读者对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人性困境有更为深刻、透彻的认识。 

2.2.2  突破传统的结局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范畴中，传统小说结局模式多遵循矛盾从产生至化解的线性路径，最终导向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大团圆定式，以此给予读者情感抚慰与道德层面的圆满认知。然而，《花与梦》却大胆背离这一

传统范式。小说中，致使卓嘎陷入悲剧命运深渊的关键人物“布珠”，不仅未遭受任何惩处，反而机缘巧合

遁入佛门;反观卓嘎，却深陷医院病榻，在为筹措救命资金而焦虑万分的同时，还为无力支撑家庭生计而忧心

忡忡。这种鲜明的命运反差，以极为深刻的笔触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无奈与荒诞展现得淋漓尽致，构成

了对现实世界辛辣且有力的反讽，无情地揭开了生活温情表象下隐藏的真实面目，深刻揭示出命运无常、世

道不公的残酷现实。从文学创作的理论维度审视，《花与梦》这种突破传统的结局模式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

在真实感构建上，由于现实生活并非理想化地遵循善恶因果律，诸多无奈与不公客观存在，该小说以如此结

局高度契合现实本真状态，能使读者在阅读进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深切体悟到生活的复杂多面与残酷

本质。在主题深化层面，借由卓嘎与“布珠”全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有力地批判了社会的阴暗角落，有效促

使读者深度反思人性、道德以及社会现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深度挖掘故事背后潜藏的深层次社

会问题。从作品影响力角度而言，与大团圆结局所带来的即时情感满足不同，这种悲剧结局在读者合上书本

后，仍能长时间地激发其对故事的深度回味与思考，有力地推动读者对生活、命运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仁青拉西：论《花与梦》的悲剧内核和叙事策略

·	41	·

 

 

3  结论 

通过对次仁央吉小说《花与梦》的深入研究，我们清晰地看到小说从悲剧性与叙事策略两方面展现出独

特魅力。在悲剧性塑造上，精准刻画乡村女性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多重困境，深刻揭示传统与现代交织下对

女性的压迫，使人物命运悲剧契合经典悲剧范式。叙事策略层面，隐秘叙事声音、碎片化叙事线及突破传统

的结局，共同强化了小说对现实荒诞的呈现与社会问题的批判。《花与梦》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特定群体的悲

剧命运，更借助巧妙叙事，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类题材小说，

进一步挖掘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变迁与人性挣扎方面的深度与广度，推动文学研究在这一领域不断发展与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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